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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的流动和集聚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因地制宜地提高国际工程企业在东道国的人才保留能力从而促进国际工程企业和东道国的良好持续发展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迫切需要。基于勒温的场论和ERG理论，遵循“外部环境——心理认知——行为倾向”的逻辑，探讨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通过中介变量人才成长预期对于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四个维度中，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具有正向影响；（2）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对人才成长预期有正向影响；（3）人才成长预期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4）人才成长预期在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5）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四个维度及人才成长预期对人才根植意愿影响的总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人才成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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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talent eco-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low and agglomeration of talents. How to improve the talent retention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in hos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and host countries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Lewin's field theory and ERG theor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external environment-psychological cognition-behavioral tend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host country's talent eco-environment on talents' intention to stay through mediating variable talent growth expec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host country's talent eco-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alents' intention to stay; (2)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living environment, human policy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alent growth expectation; (3) Talent growth expect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alents' intention to stay; (4) Talent growth expectation has mediating effects in host country's talent eco-environment and talents' intention to stay; (5) The total effects of host country's talent eco-environment and talent growth expectation on talents' intention to stay are listed in descending or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living environment, human policy environment, talent growth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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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掀起了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热潮，以国际工程企业为主的“走出去”企业依托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与沿线各国展开多元化、宽领域的投资贸易合作。大量国际工程项目的出现促使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以工程建设为联系，在东道国区域空间上产生聚类，进而形成了工程性人才集聚。外派人员是跨国企业员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工程企业外派人员中，部分承担技术性外派任务的中国员工回任意愿较低[
]，愿意长期驻外，且能够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工作所在区域，如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部有高达65%的党员愿意长期驻外[
]，这类员工属于向母公司主动申请而非等待组织派遣到东道国工作的自发型企业外派人员[
]。自发型企业外派人员作为高技能人才，是工程性人才集聚的关键主体，也是保障国际工程项目顺利运行的主要力量，更是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区域竞争和企业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以国际工程企业为主体，推进人才集聚是促进东道国和国际工程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才集聚的现有研究大多从人才吸引角度出发，对人才保留视角关注较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人才聚集程度不仅受人才吸引力的影响，还取决于其人才保留能力[
]，学者们通常用人才根植意愿来衡量区域对人才的保留能力。只有当人才产生根植意愿，愿意长期在该地区工作和生活时，才能真正发挥人才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和企业发展，实现人才集聚目的。

研究表明，区域人才政策、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外部环境会对人才根植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人才具有较高的职业承诺而非组织承诺，更追求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
]。人才对于成长的需求驱使他们对自己在目前所处环境中可能获得的成长可能性进行预估，并与自己的心理预期进行对比，当目前环境能满足自身需求、有利于自身成长时，人才容易产生长期根植的意愿[
]。然而，以上研究均是基于国内人才根植意愿的探讨，极少有学者研究跨国性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机制。根据勒温的场论，个体行为的方向与向量取决于外部环境刺激和个体内部动力[
]，那么由经济、文化、政策、生活环境等因素共同构成的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会对自发型国际工程企业外派员工的人才根植意愿产生何种影响？并且会通过何种动力机制来传递？根据ERG理论，成长发展需求是个体工作的核心需求[
]，那么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是否会通过人才成长预期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人才根植意愿？因此，本研究将遵循“外部环境——心理认知——行为倾向”的逻辑，构建一个跨层次的中介模型揭示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路径，以期为我国国际工程企业采取有效的人才保留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以后的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提供新思路。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人才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才生态环境。根据勒温的场论，个体的行为表现不仅取决于个人自身能力素质，也受到个人生活的空间环境和心理环境等周围环境的影响[
]。作为人才中的特殊群体，自发型企业外派人员对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情感依恋和个人成长预期越高，对东道国的根植意愿就越高。外派人员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感知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并在与良好环境的互动中逐渐提高对东道国的接受度和认同感，从而形成愿意在当地发展的想法。我国国际工程项目主要集中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需求较大，拥有比发达国家更具潜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外派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成长需求，90%的国际工程项目外派人员希望提高专业技术技能[
]。由克雷顿·奥尔德弗提出的ERG理论指出，个体共有生存（Existence）、相互关系（Relatedness）和成长发展（Growth）三种核心需求，三种需求层次不是刚性的阶梯式上升结构，并不强调需求层次的顺序。即使个体的生存与相互关系需求未能得到完全满足，他仍可以为成长发展需求而工作，而且这三种需求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所以，即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为人才提供与发达国家同等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但因其能为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平台以及东道国工程性人才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提高个人能力，外派人员仍倾向于留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此外，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会影响人才对自身未来成长情况的心理预估，当人才成长预期得到满足时，他们会进一步形成持续留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意愿。外派人员对东道国形成强烈的根植意愿后，会在心理上对当地产生归属感，期望能够以自身实力回报当地。外派人员对当地所做出的贡献又会使其在当地获得更好的回报与成长机遇，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根植于当地的意愿，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1 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

人才的流动和集聚受到经济、文化、制度、物质、个人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以人才为中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的系统环境，即人才生态环境[
]。根据勒温的场论，人才会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情况，选择留在或流向环境较好、相对适合自己的区域[
]。当人才产生愿意持续在一个区域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与倾向时，便形成了人才根植意愿[
]。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是影响人才选择工作和生活区域的关键因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不仅有助于吸引、培养、发展人才，还有助于人才实现自身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推动当地经济持续发展。而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带动东道国就业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改善、文化快速发展，促使东道国为人才提供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平台，吸引更多的人才向该国流动、集聚，并产生根植意愿。

学者们多从评价角度探讨区域人才生态环境的组成维度，如张立新和崔丽杰[
]从经济基础环境、科技创新环境、成长激励环境、区位环境和生活环境五个维度构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东省地市为例进行评价；黄梅和吴国蔚[
]认为人才生态环境可分为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顾然和商华[
]则另辟蹊径，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包含人才发展环境、经济环境、生活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员工素质等多层面指标的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人才生态环境划分为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人才政策环境四个维度。经济发展环境为人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是满足人才需求的根本保障；生活环境为人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础服务，是影响人才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因素；文化环境为人才的生存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实现人才的情感需求；人才政策环境为人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满足人才的多层次需求。

经济发展环境是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表现。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实力是影响人才国际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获得更高的报酬是影响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主要诉求[
]。此外，经济开放度越高，越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流动的活跃性，使高素质人才聚集并根植于此[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沿线各国的共同投资，老挝、柬埔寨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经济持续增长，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更是属于高收入国家[
]，东道国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逐渐增强了该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提高了人才的根植意愿。

生活环境主要体现为自然环境、医疗设施、交通条件等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等，密切影响着人才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研究表明，生活质量是人才是否愿意长期在某地工作及生活的重要考量因素[
-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相对粗放，自然环境复杂，现阶段难以为人才提供高舒适度的生活环境。但是由于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外派员工能够适应相对艰苦的生活环境。而且近年来东南亚和西非等国家公路和铁路覆盖率快速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相应改善，人才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随着东道国生活环境的持续优化，人才的根植意愿也会逐渐增强。
人才政策环境主要指东道国的移民和签证、社会保障、科研资助、优厚待遇、住房补贴、创业扶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各项政策。研究表明，人才政策会对人才流动和人才集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移入国良好的政策条件是人才流入的动力之一[19]。移民政策和签证政策越宽松，人才流入、汇聚并长期停留于该地区的限制就越弱；科研资助、创业扶持则为人才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居留落户、优厚待遇、住房补贴和社会保障能为人才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增强其生活质量、生活安全感和归属感；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劳工关系保障政策则为人才智力成果及权益的维护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印度、越南等国家实施的“双重国籍政策”、以色列的“移民研究资助计划”等政策均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根植于该国家或地区[
]。由此可见，良好的人才政策有利于吸引人才愿意根植于此。

文化环境也是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与缅甸、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地缘相近、习俗相似、民族同根[
]，具有一定的文化同源性。相较于欧美西方国家，中国外派人员更容易融入同属于东方文化的亚洲国家，形成文化认同，降低交流成本，拉近心理距离，加深与东道国的情感纽带。此外，具有较高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也有助于人才融入当地圈子，并被当地文化吸引，使人才产生情感承诺和根植意愿[
]。文化包容性具体体现在本地人对外来人的欢迎和友善程度、本地人是否具有平等和包容的心理等方面。研究表明，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与集聚具有重要影响[
]，高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与城市的包容开放性社会氛围呈显著正相关[
]。“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开放包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也以开放包容的氛围接纳各国人才。总之，东道国良好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人才根植意愿的产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东道国经济发展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

H1b：东道国生活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

H1c：东道国人才政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
H1d：东道国文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

2.2 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与人才成长预期

人才成长预期是指人才根据经过各种方式了解的相关信息及自身经历，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好坏做出感知判断，并进一步形成对未来成长与发展的心理预估[
]。人才成长预期是众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仅仅包括人才自身能力素质，也包括人才所处的区域环境。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的培养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人才政策和包容性较强、创新氛围较好的文化环境能够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提供更多的成长机会，对人才成长的心理预期产生积极影响。

稳定的经济状况是人才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影响人才成长和发展程度的根本因素。翁清雄等[
]通过对四个产业的集群分析发现，集群的经济状况会直接正向影响人才成长。首先，“一带一路”加强了沿线国家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既有利于推动当地经济增长[
]，为人才提供发挥其潜能所需的物质条件；又有利于引进新思想、新经验、新技术，于无形中提高当地的知识技术前沿性以及创新氛围，促进当地人才能力提升。其次，“一带一路”能够为沿线国家创造需求并增加就业[
]。大量国际工程企业的涌入在为东道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营造了激烈的项目竞争环境。为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企业愿意为有能力、能创造高价值的员工提供丰厚的薪酬以及能够充分发挥其个人能力和特长的平台，甚至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满足人才的成长与发展需求。因此，东道国经济发展环境越好，人才成长预期越高。

东道国为人才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例如完善的医疗公共服务、便利的交通设施、良好的居住条件等，一方面能降低人才的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和便利性，为人才成长提供基本保障；另一方面能提高人才基本需求满意度、调节人才在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提高人才工作效率，并进一步促进其潜能的发挥。此外，东道国为人才营造的良好治安环境能满足人才的生存需求，使人才更专心的致力于事业发展。因此，东道国的生活环境越好越有利于提高人才成长预期。

好政策引来好人才，人才政策能满足人才的多方面需求，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和制度保障。例如，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如补助、福利、住房等一系列配套奖励和支持能为人才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使人才能集中精力发展事业；科研资助政策能为人才的研究提供基本的资金支持，使人才拥有充分发挥其个人能力和特长、实现自我价值增值的空间；劳工关系保障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能保护人才的相关合法权益，使人才能平等获得权益安全感和取得成果的荣誉感，从而使他们愿意并乐意进行创新和创造。因此，东道国良好的人才政策环境会激发人才积极性，使其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有希望的规划[
]，从而主动去开拓成长和发展空间，获得更高的成长预期。

人才的生存、成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东道国文化环境会影响人才的跨文化胜任力的水平和作用程度[
]。研究表明，国际环境和海外经验能提高人才的跨文化敏感性水平[
]，从而提高人才的个人能力。兼容并包、平等、鼓励知识共享和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利于集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的人才，并有利于这些人才适应新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特长[
]。在具有知识共享、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中，人才间的分享与交流是常态，人才获取信息的成本更低，与其他资本接触、碰撞的空间和机会更多，领域内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理念更容易被吸收，因此人才的潜能更可能被更多的开发出来。因此，良好的文化环境会对人才成长预期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东道国经济发展环境对人才成长预期有正向影响；

H2b：东道国生活环境对人才成长预期有正向影响；

H2c：东道国人才政策环境对人才成长预期显有正向影响；

H2d：东道国文化环境对人才成长预期有正向影响。

2.3 人才成长预期与人才根植意愿

与一般人力资源相比，人才具有高成就动机，在工作需求满足中更关注职业成长发展和自身价值的提升。特别是对于外派人员而言，追求自身发展是他们选择工作和根植地的重要着眼点。他们背井离乡，孤身到陌生环境工作，更渴望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任务的挑战，具有强烈的情感诉求[
]和较强的职业发展动机[
]，更多的个人能力和特长发挥机会是人才区域性流动的主要目的，是驱动人才根植于该区域的最主要因素[
]。而“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潜力巨大，能够拓展人才的成长空间，为人才提供更多发挥技术优势的机会。人才成长需求会促使人才对自己目前所处和所关注的区域进行成长和发展可能性评价，当区域所能给予人才的职业发展机会、自我价值实现、知识和能力的提升等越能达到理想预期时，人才集聚和根植于此的可能性就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人才成长预期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

2.4 人才成长预期的中介作用

外部环境可以通过影响人才的心理认知来影响其行为倾向，如曹威麟等[7]的研究发现区域环境吸引人才的本质是对人才成长需求的刺激，只有将区域环境建立在满足人才需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根本上聚集人才。
基于勒温的场论，个体的心理活动受到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环境等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个人内心对于需求满足的追求驱动着他们对所处和所关注区域进行理性评估，当个体感知到自己所处的人才生态环境难以满足自身成长需求的心理预期，且存在其他环境能比目前所处环境更有利于满足自身需求时，个体往往会脱离所处环境，流向更适合自己特点、满足自身需求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缺口，“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使我国国际工程建设相关人才能够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获得广阔的能力提升空间。而且ERG理论强调，在低层次需求没有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高层次需求仍能够驱使个体采取行动[
]。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环境相对艰苦的情况下，外派人员依然会在高成长发展需求的驱动下愿意长期留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总之，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成长预期进而影响到其根植行为倾向。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人才成长预期在经济发展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4b：人才成长预期在生活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4c：人才成长预期在人才政策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H4d：人才成长预期在文化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构建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人才成长预期和人才根植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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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以目前/曾经在海外工作的自发型国际工程企业外派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研并收集数据。本次调研共收回问卷406份，按照不合格问卷去除原则，共剔除反向题项回答矛盾以及连续有1/3的测量项目选择同一个答案的问卷19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87份，问卷有效率为95.32%。有效数据中，男性占74.7%，女性占25.3%；年龄在26-35岁之间居多（48.3%）；71.8%为已婚状态；97.8%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技术（工程）人员（36.7%）与技师（技术工人）（24%）占据大部分。另外，这387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目前/曾经所在的国际工程项目所在地分布在61个国家，即在后续跨层分析中，这387份样本数据共分为61个组。

3.2 变量测量

本文中各变量采用Likert七级计分法对问卷题项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量表设计充分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已有成熟量表，具体各个变量的测度如下。

人才生态环境：选取杨书春[
]所设计的区域环境测量量表作为修正基础。修正过程如下：首先，剔除了“我所从事的行业在本地区的发展前景很大”、“我所从事的行业受到了本地区政府的重点支持”等与地区整体经济状况关联度不高的题项。其次，因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跨国工作的性质，需考虑跨文化包容性问题。当地平等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有助于人才融入当地，增加其归属感，从而提高人才根植意愿，相反，则可能会使人才产生文化适应压力、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从而降低人才根植意愿。因此，在文化环境维度，本文增加了“当地人具有平等和包容的心理”题项。

人才成长预期：参照具有代表性的翁清雄等[32]设计的集群人才成长性测量量表，包括工作挑战性、工作成就感、成长与发展、职务晋升、实践机会、薪酬提高6个题项。

人才根植意愿：参照杨书春[43]设计的人才根植意愿测量量表，包括“我正考虑着下一歩要到其他地区去发展”、“我愿意长期定居在本地”等在内的6个题项。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对人才成长预期和人才根植意愿产生影响，所以本文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务/岗位类别为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信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各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人才成长预期、人才根植意愿六个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525～0.789之间，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个变量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效度检验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建构效度检验。首先釆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拟合效果进行检验。如表1所示，模型的χ2/df值为2.345，介于1~3之间，RMSEA为0.059，小于0.08，SRMR为0.060，在0.08以内，CFI为0.875，TLI为0.843。CFI和TLI的拟合度指标未达到适配标准，但本文测量模型的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证明该验证性因子测量模型拟合情况可接受。其次采用平均方差抽取量比较法进行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见表2。各潜变量的AVE值平方根最小值为0.614，均大于0.6，且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489，均低于0.6，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拟合优度

	拟合指标
	适配标准
	模型结果
	结论

	χ2
	越小越好
	1125.5
	/

	χ2/df
	1<χ2/df<3
	2.345
	良好

	RMSEA
	< .08
	0.059
	良好

	SRMR
	< .08
	0.060
	良好

	CFI
	> .90
	0.857
	不符

	TLI
	> .90
	0.843
	不符


表2 潜变量间区分效度检验

	
	经济发展环境
	生活环境
	人才政策环境
	文化环境
	人才成长预期
	人才根植意愿

	经济发展环境
	0.642
	
	
	
	
	

	生活环境
	0.148**
	0.614
	
	
	
	

	人才政策环境
	0.153**
	0.064
	0.651
	
	
	

	文化环境
	0.241**
	0.084
	0.188**
	0.650
	
	

	人才成长预期
	0.314**
	0.139**
	0.259**
	0.217**
	0.706
	

	人才根植意愿
	0.346**
	0.162**
	0.206**
	0.224**
	0.489**
	0.701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使研究更加严谨，结果更加有效，本文在程序控制方面，采用匿名调查法发放问卷；在统计控制方面，运用SPSS22.0对所收集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发现在未旋转且不指定抽取因子数的情况下，共抽取了6个因子，第一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0.891%，不超过参考标准值40%，且不足累计方差贡献率的一半，说明本文所收集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另外，运用Mplus7.4软件进行单因子模型分析，发现其拟合效果并不理想（χ2=3091.714，χ2/df=6.246，RMSEA=0.386，SRMR=0.117，CFI=0.116，TLI=0.425），再次验证了本文的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3 聚合检验

本文对自变量的四个维度进行聚合检验，结果见表3。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的Rwg均值分别为0.757、0.790、0.789和0.757，均高于临界值0.7，说明个体对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四个维度的感知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其ICC（1）分别为0.475、0.462、0.525和0.475，均高于临界值0.12，ICC（2）分别为0.852、0.845、0.875和0.852，均高于临界值0.5，说明在不同组别间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环境是有意义的。由此可知，各变量组内一致性较高，组间差异显著，在数据统计时将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四个维度变量：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文化环境聚合为二层是合理的，有必要进行多层分析。

表3 聚合检验结果

	变量
	Rwg
	ICC（1）
	ICC（2）

	经济发展环境
	0.757
	0.475
	0.852

	生活环境
	0.790
	0.462
	0.845

	人才政策环境
	0.789
	0.525
	0.875

	文化环境
	0.757
	0.475
	0.852


4.4 相关性分析

运用SPSS22.0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处于0.139到0.489之间，小于0.6。其中，经济发展环境同人才成长预期（r=0.314，p＜0.01）和人才根植意愿（r=0.346，p＜0.01）显著正相关，生活环境同人才成长预期（r=0.139，p＜0.01）和人才根植意愿（r=0.162，p＜0.01）显著正相关，人才政策环境同人才成长预期（r=0.259，p＜0.01）和人才根植意愿（r=0.206，p＜0.01）显著正相关，文化环境同人才成长预期（r=0.217，p＜0.01）和人才根植意愿（r=0.224，p＜0.01）显著正相关。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共线性诊断，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Gender
	1.250
	0.435
	1
	
	
	
	
	
	
	
	
	
	

	2.Age
	2.470
	0.840
	-.011
	1
	
	
	
	
	
	
	
	
	

	3.mari
	1.280
	0.450
	.058
	-.162**
	1
	
	
	
	
	
	
	
	

	4.edu
	2.050
	0.736
	-.009
	.028
	.058
	1
	
	
	
	
	
	
	

	5.pos
	4.060
	1.164
	-.131*
	.135**
	.058
	-.209**
	1
	
	
	
	
	
	

	6.GP
	4.061
	1.461
	.085
	-.064
	-.060
	.057
	-.057
	1
	
	
	
	
	

	7.RI
	4.456
	1.391
	.114*
	-.086
	.009
	.017
	-.023
	.489**
	1
	
	
	
	

	8.EDE
	4.515
	1.329
	.078
	-.133**
	.009
	.091
	-.029
	.314**
	.346**
	1
	
	
	

	9.LE
	4.446
	1.286
	.092
	-.116*
	.077
	-.002
	-.030
	.139**
	.162**
	.148**
	1
	
	

	10.HPE
	4.356
	1.355
	.002
	-.054
	.010
	-.020
	.045
	.259**
	.206**
	.153**
	.064
	1
	

	11.CE
	4.420
	1.309
	.030
	-.030
	-.081
	-.016
	.066
	.217**
	.224**
	.241**
	.084
	.188**
	1


注：1）*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2）列表N=387；3）Gender=性别，Age=年龄，mari=婚姻状况，edu=学历，pos=职务/岗位类别，GP=人才成长预期，RI=人才根植意愿，EDE=经济发展环境，LE=生活环境，HPE=人才政策环境，CE=文化环境。

4.5 假设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务/岗位类别后，利用Mplus7.4软件进行多层中介模型检验。本文对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进行了整理，如表5所示。本文各研究变量对人才根植意愿影响的总效应大小排序依次为：经济发展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人才成长预期，其效应值分别为0.603、0.580、0.492、0.371、0.362。各变量间具体关系分析如下：

经济发展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0.452, p＜0.01, 95％置信区间不含0）和人才成长预期（0.418, p＜0.01, 95％置信区间不含0）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才成长预期对人才根植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362, p＜0.001, 95％置信区间不含0），人才成长预期在经济发展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0.151,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又因经济发展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直接效应显著，因此属于部分中介，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5.04%。因此，假设H1a、H2a、H3、H4a成立。

生活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0.359, p＜0.01, 95％置信区间不含0）和人才成长预期（0.367,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才成长预期在生活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0.133,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且属于部分中介，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03%。因此，假设H1b、H2b、H4b成立。

人才政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 95％置信区间包含0），人才政策环境对人才成长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322,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人才成长预期在人才政策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0.116,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因此，假设H1c不成立、假设H2c、H4c成立。

文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0.400,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和人才成长预期（0.496,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才成长预期在文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0.180, p＜0.05, 95％置信区间不含0），且属于部分中介，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1.03%。因此，假设H1d、H2d、H4d成立。

表5 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四维度、人才成长预期与人才根植意愿效应分析

	路径
	Estimate
	S.E.
	P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Total
	0.603
	0.188
	0.001
	0.234
	0.972

	X1→Y
	0.452
	0.155
	0.004
	0.148
	0.756

	X1→M
	0.418
	0.161
	0.009
	0.103
	0.732

	M→Y
	0.362
	0.057
	0.000
	0.251
	0.473

	X1→M→Y
	0.151
	0.062
	0.015
	0.029
	0.274

	Total
	0.492
	0.163
	0.003
	0.171
	0.812

	X2→Y
	0.359
	0.134
	0.008
	0.095
	0.622

	X2→M
	0.367
	0.163
	0.024
	0.049
	0.686

	M→Y
	0.362
	0.057
	0.000
	0.251
	0.473

	X2→M→Y
	0.133
	0.064
	0.037
	0.008
	0.258

	Total
	0.371
	0.167
	0.026
	0.043
	0.699

	X3→Y
	0.255
	0.135
	0.059
	-0.010
	0.519

	X3→M
	0.322
	0.147
	0.029
	0.033
	0.611

	M→Y
	0.362
	0.057
	0.000
	0.251
	0.473

	X3→M→Y
	0.116
	0.057
	0.039
	0.006
	0.227

	Total
	0.580
	0.209
	0.005
	0.171
	1.118

	X4→Y
	0.400
	0.157
	0.011
	0.092
	0.805

	X4→M
	0.496
	0.204
	0.015
	0.096
	1.021

	M→Y
	0.362
	0.057
	0.000
	0.251
	0.508

	X4→M→Y
	0.180
	0.081
	0.027
	0.020
	0.389


注：X1=经济发展环境，X2=生活环境，X3=人才政策环境，X4=文化环境，M=人才成长预期，Y=人才根植意愿。

5 主要研究结论及启示

5.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勒温的场论和ERG理论，构建了“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人才成长预期——人才根植意愿”多层中介理论研究模型，深入探讨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及其四个维度、人才成长预期、人才根植意愿间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四个维度中，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情况越好，一般意味着当地能为人才提供的工资水平越高、成长和发展机会越多、知识和技能提高可能性越大、生活服务水平越高，人才心理预期被满足的可能性越大，则人才产生长期在当地生活和工作，并形成根植意愿的欲望越强。在本次研究中，人才政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直接影响未通过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与样本行业特征有关，东道国人才政策环境中的大部分政策是面向小众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或与科研相关的高科技、高层次人才，而本文研究的国际工程承包行业更注重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实操能力，人才政策环境中的大部分政策对他们适用度不大。
（2）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四个维度对人才成长预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环境决定了当地能否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水平、工资水平、发展平台和成长空间，是人才成长最根本的因素；生活环境决定了人才生活质量和便利性，以及安全需求满足度，是人才成长的基本保障；人才政策环境反映了当地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能激发人才的积极性，是人才成长的催化剂；文化环境决定了人才能否融入当地、接触其他人才和通过知识分享、技术交流从而吸取经验、提高技能、发挥潜能的可能性，是人才成长的基石。因此，要提高人才成长预期，关键在于营造包容、共享、创新的文化氛围，同时也要注意经济发展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针对不同人才实施能促进和保障人才成长的差异化政策。

（3）人才成长预期对人才根植意愿有正向影响。关注人才对于成长和发展的需求在提高人才根植意愿的实施过程中意义重大，只要当地给予人才的成长预期足够高，人才需求能很好的得到满足，就越能吸引人才、聚集人才，并使人才产生根植意愿，为该地区的发展献策献力。

（4）人才成长预期在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与人才根植意愿间起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通过作用于人才成长预期促进了人才根植意愿的形成和强化。

（5）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的四个维度及人才成长预期对人才根植意愿影响的总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政策环境、人才成长预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人才更愿意在地方经济发展好、生活质量高的东道国根植；其次，因涉及跨国、跨文化，所以文化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也很大。包容、开放、平等的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人才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获得归属感，从而乐意在此地生活和工作；相反，排外的文化氛围所带来的歧视与偏见会导致人才产生心理冲击、不适应性和孤独感，并且这种文化冲击会进一步反映到生活和工作压力上，从而导致人才流失。

5.2 管理启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有利于国际工程企业人才聚集的管理启示。

（1）根据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情况采取人才保留措施。国际工程企业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才生态环境背后可能带来的人才问题，提前做好应对方案，避免陷入人才困境；另一方面，应以人才生态环境的四个维度为基准，做好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情况调研，并针对东道国人才生态环境各维度中对人才根植意愿影响大，但却薄弱之处采取相应的弥补措施，以提升人才需求满意度，从而提高员工根植意愿。比如经济发展环境在影响人才根植意愿的因素中居首位，当当地经济环境较差时，国际工程企业应遵循内部一致性、外部竞争性和可持续性原则，加强薪酬福利管理，提高经济支持，从而降低人才对当地经济环境的不满意度，提高其根植意愿。国际工程企业具有工程周期较长、工作地点多为野外、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的特点。外派人员作为一群特殊员工，在享有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薪酬基础上，还应根据项目所在国地区类别情况享有不同等级的国外工作补偿性津贴、地域性补贴、风险补贴等。另外，在工程项目的各个节点，企业可视项目进度、项目产值与收益等情况给予外派人员一定的激励性奖金。

（2）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提高人才成长预期。人才作为人力资源中拥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群体，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注重自身成长与发展，以及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满足。国际工程企业应关注人才成长需求，为人才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与成长空间，从而提高人才成长预期，并进而提高人才根植意愿。具体而言，国际工程企业应营造鼓励创新、鼓励知识共享、鼓励相互包容、尊重个性的企业文化氛围，制定配套的创新激励机制，为员工成长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文化环境。其次，应根据外派人员的岗位及所处层次不同而提供多样化、针对性的培训，如施工技术、国外常用材料与工具、现代项目管理技巧与方法等，使他们成为项目中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并在海外项目中茁壮成长。第三，协助员工建立清晰可行的职业规划，并使员工意识到公司未来的规划和发展能促进其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这段海外工作经历有利于其目前和未来的职业成长和能力提升。第四，实行区域事业部制，并明确晋升制度，为员工规划合理的晋升通道和晋升路径。国际工程企业通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业务，区域事业部的设立既有利于缓解总部职位空缺有限带来的晋升渠道限制，扩展外派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也有利于员工在各区域间进行工作轮换，增强其新鲜感，从而降低人员流失，提高其根植意愿。

（3）建立员工根植意愿评价体系和预警系统，提前做好应对预案。为降低因人才根植意愿低而导致员工离职所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国际工程企业应做好员工根植意愿评价体系和预警系统，防患于未然。首先，国际工程企业应制定针对外派人员的危机管理预案，使企业在发现外派人员具有低根植意愿时能迅速根据已有的应对程序和方案做出反应。其次，建立员工根植意愿评价体系，定期开展监测评估，动态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尤其是根植意愿和离职倾向变化情况及其产生原因，为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方案提供有力支撑。另外，部门直接负责人与外派人员接触较多，关系也相对较近，因此应该承担起预防低根植意愿的责任，多与下属进行交流，了解他们近期的行为活动及内心真实想法，并反馈给人力资源部，由人力资源部根据这些信息，对员工的根植意愿进行分析、判断，以及预警和调控，以免企业过于被动。

5.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一定的局限性：（1）由于样本获取途径的限制，本研究样本主要来自目前或曾经在海外工作的自发型国际工程企业外派员工，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类型企业获取更多更具有代表性的数据。（2）人才根植意愿不仅受到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人特性、组织环境等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组织环境会正向影响人才根植意愿和人才成长。在未来研究中可将组织环境纳入模型，展开更加系统的研究，更深层次的探究四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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